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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义意义】沉积学作为地球科学的重要分支，其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经历了由描述性观察向成因机制解析的系统演进。

【进展进展】通过系统回顾近百年来沉积学的发展脉络，认为学科发展进程主要体现在研究尺度的变化，指出沉积学体系的不断完善

得益于沉积岩石学的推进、现代沉积环境观测的积累、板块构造理论的融入、层序地层学与旋回地层学的兴起，以及深时古气候

的快速发展。历史进程表明，“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理是沉积学研究的核心理念，人类社会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学科持续演

进的根本驱动力，技术革新与新的科研数据是重构学科研究范式的关键要素。【结论与展望结论与展望】当下，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能源供

给不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重大问题，作者提出“沉积圈科学”概念，倡导以沉积圈为研究对象，聚焦地球演化、气候响应机

制、物质分异规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四个方向，整合多学科和大数据等手段开展交叉创新研究，以解决人类面对的资源、能源、

环境、气候、灾害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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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今地球表层大部分区域被沉积岩（物）所覆

盖，这类岩石不仅蕴含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还忠实地

记录着地球的演化历史。作为一门研究沉积岩（物）

的学科，沉积学内涵从早期的岩石学客观描述，到沉

积过程和沉积环境分析，再扩展至地表圈层活动[1]。

随着研究维度的不断拓展和其他学科体系的深度融

合，沉积学已成为当代地球科学中研究领域最广泛

的基础学科之一[2⁃6]。

沉积学作为独立学科体系的构建始于19世纪末

至20世纪初，在理解地球演化历史、解决能源和水资

源短缺、生态和环境污染、地质灾害问题，以及实现

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具有深远的学科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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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战略价值[7]。沉积学在过去百年间的发展有

何规律？其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未来又将朝着哪些方向演进？为探讨上述问题，本

文通过系统梳理沉积学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学科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进而基于历史发展视角预判其未

来发展趋势，以期为学科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1 沉积学学科发展的主要阶段 
1.1　沉积学萌芽　

作为地表分布最广的岩石类型，沉积岩的系统

观察可追溯至地质学学科建立（19世纪）之前。1669
年，丹麦科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holas Steno）基

于对意大利北部山脉的野外观察，提出著名的地层

学三定律，即地层叠加律、地层连续律、地层原始水

平律[8]。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德国地质学家阿布

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Abraham Gottlob Werner）提

出“水成论”，并通过其学派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早期

关于沉积岩起源和地球历史的系统思考。1809年，

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在其《动物学哲学》中系统阐述了生物演化

观点，为后来生物地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16
年，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通过多年的地质考

察，出版了被称为地层学奠基之作的《用生物化石鉴

定地层》。这些发现为理解地球地质历史和地层对

比铺平了道路。1830—1833 年，以查尔斯·莱伊尔

（Charles Lyell）的开创性著作《地质学原理》为开端，

提出“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理，标志着地质学学

科的建立。1894 年，约翰内斯·瓦尔特（Johannes 
Walther）前瞻性地提出相对比定律——瓦尔特相律，

至今仍被广泛用于沉积环境和古地理重建。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研究活动中，沉积岩未被当

作单独的研究对象，而是被视为蕴含化石的场所或

是地层的组成部分，用于古生物和地层对比的研究。

因此，该时期进行的沉积学观察仍属于地层学的研

究范畴，尚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1.2　沉积岩石学　

沉积岩石学的工作始于亨利·索比（Henry 
Sorby）在 1849 的开拓性工作，他将硅化木薄片制备

技术引入岩石学研究，揭开了沉积岩石学的研究序

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石油工业的需

求增加，沉积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碎屑岩。其时，学

者认为重矿物组成可以用于地层对比，因此主要关

注砂岩的粒度分析和重矿物统计工作，对于砂岩的

骨架组成关注较少[9]。在此背景下，Wentworth[10]于

1922 年提出碎屑岩粒度分类标准，并沿用至今。

1930以后，随着X射线衍射技术的普及，针对黏土矿

物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由于大量关于沉积岩的显微

工作开展，1931年 Journal of Sedimentary Petrology 创

刊（1994 年 后 刊 名 改 为 Journal of Sedimentary 
Research），一些著名沉积岩石学教科书也随之陆续

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沉积岩石学工作者

往往只进行室内实验分析工作，与野外地层观察和

描述几乎脱钩[11]。

1.3　物理沉积学、古地理学与成岩作用　

早在 19世纪，人们就发现在造山带区域往往出

露一套厚层砂砾岩和泥岩频繁交互的地层，称为复

理石建造。当时学者认为，从陆地到深海沉积相依

次为砾岩，然后是浅海相的砂岩，深海主要为泥

岩[12⁃13]。据此，当时主流认识是将复理石当作浅海环

境标志，其中砂岩是洪水或者风暴反复搬运的结

果[12]。20 世纪早期，随着海洋地质调查和海底地貌

测量工作开展，发现大陆边缘有大量连通浅海和深

海的海底峡谷。Daly[14]于 1936年基于对现代湖泊的

观察，提出携带沉积物的流体（浊流）有可能在水下

侵蚀形成海底峡谷[12]。1950 年，Kuenen et al.[15]利用

水槽实验模拟浊流的沉积过程，发现浊流不但具有

强的侵蚀作用，其沉积产物中还出现粒序层理，而后

者恰好是从古代复理石中观察到的沉积特征。据

此，Kuenen提出古代的复理石是浊流携带粗的物质

到深海的沉积产物，后期Bouma 提出了识别浊流沉

积的序列[12]。这项研究直接改变了复理石沉积环境

的认识，也引起学者思考深水环境下油气勘探的可

能，因为在此之前认为深水以泥岩为主，不具备油气

储集条件[13]。

20 世纪 60 年代起，学术界开始逐渐聚焦河流、

三角洲、湖泊、滨岸等现代沉积环境研究，试图通过

这些天然实验室揭示沉积过程和沉积物特征之间的

内在关联。在这一逻辑体系下，研究者通过将古代

沉积岩与现代沉积环境及沉积过程进行系统类比，

构建了沉积岩沉积环境的解释模型，学界将其称为

“现实主义方法论的回归”[13]。基于对现代沉积环境

大量观测的成果，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可用若干沉积

模式来解释沉积岩的形成过程[16⁃18]，从而使得沉积

相、相模式的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沉积相模式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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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对地层垂向演化序列的高度总结和概化，并以

瓦尔特相律为核心，建立了沉积相纵向演化序列和

横向展布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显著提高了地层和

岩相的预测能力，从而为油气勘探提供了强有力的

理论支持，取得了极好的勘探效果[19]。该时期，大量

油气公司的学者通过对现代沉积环境的研究，提高

了对现代沉积作用的认识，促进了沉积学的发展。

期刊 Sedimentology 在 1962 年创刊，反映了这一

研究趋势。Selly、Reading、Walker 等学者在 20 世纪

70年代出版了经典的沉积学教科书[20]。20世纪60年

代，学术界亦对现代碳酸盐沉积环境开展了持续的

研究和探索，碳酸盐岩的生物成因理论得到确立并

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Folk[21]和 Dunham[22]于 1959 和

1962年分别提出的碳酸盐岩结构成因分类，至今仍

被广泛使用。

随着沉积过程与沉积环境重建理论的深化，区

域古地理研究逐渐成为沉积学研究的核心领域。20
世纪 50年代，Sloss、Dapples与Krumbein系统编制了

全美各时代小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集，代表美国开

始进行系统性区域古地理定量研究[23]。在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古地理重建工作受到高度重

视，相关理论体系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24⁃25]。主要

的古地理研究方向包括：构造古地理学[26]、定量岩相

古地理[27]、生物古地理[28]以及活动古地理[29]等，对我国

油气资源勘探发挥了关键作用[30⁃31]。

同一时期，随着X射线衍射方法的引入，黏土矿

物学逐渐兴起，为压实作用与成岩转化机理的揭示

提供了关键证据[16]。碳酸盐岩研究的繁荣，则推动了

对溶蚀、白云石化及蒸发岩早期成岩作用的深入认

识[32]。此后，伴随沉积地球化学理论的发展和分析测

试手段的不断提升（如稳定同位素、流体包裹体与阴

极发光技术），成岩作用的研究逐步从宏观描述转向

微观过程解析，并实现了从定性观察到定量表征的

转变[33]，为后续的盆地分析、储层预测及全球地球化

学循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4　沉积大地构造　

20世纪 50—70年代，板块构造革命不仅重塑了

地质学的理论基础，更为沉积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

向——沉积大地构造，一个研究沉积和板块构造活

动之间关系的新领域。由于沉积学早期研究重点关

注小尺度的沉积过程，对推动形成大尺度的板块构

造理论的贡献相对有限[20]。随着沉积盆地研究的兴

起，沉积学界发现不同大地构造背景的沉积序列迥

异，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地层的沉积环境演化、古水流

分析、物源变化、沉降历史等沉积特征去重建板块构

造活动，从而提高对地壳和岩石圈演化规律的认

识[13]。围绕着板块构造和沉积作用，20 世纪后期主

要研究方向如下：（1）板块构造体制下沉积盆地分类

与原型盆地判别。例如，Dickinson[34]依据板块构造环

境对沉积盆地进行分类，随后学者不断完善该体

系[18,35]。在此基础上，如何通过沉积地层去识别盆地

类型，从而重建区域大地构造演化历史成为研究热

点[36]；（2）盆地沉降机制研究。定量地球物理模型的

发展有力深化了学术界对不同类型盆地的沉降历史

和盆地结构的认识。例如，McKenzie[37]根据爱琴海地

质和地球物理资料提出了被动大陆边缘拉伸—热沉

降的演化模式。

板块构造理论革命从根本上阐释了沉积盆地的

时空分布规律及形成动力学机制，将沉积学研究尺

度从区域过程拓展至岩石圈系统层级。这一理论突

破不仅推动学科范畴的扩展，更为资源勘查与全球

变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鉴于其重要研究意义，美

国地球动力学委员会编写了“沉积盆地动力学”白皮

书（NRC，1997）[38]，并系统阐述了沉积盆地在全球气

候变化、流体运移及地球动力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1.5　层序地层学　

在沉积盆地和油气勘探过程中，高精度地震反

射剖面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学者可以通过地震反

射接触关系观察地层的空间展布特征。研究人员需

要对由地震反射剖面所呈现的特殊几何结构给予地

质解释，因而推动了地震地层学和层序地层学的快

速发展。研究认为，地震反射剖面中的一些特殊剖

面结构（如削截、上超、下超等），反映的是地层之间

的接触关系。其中，地震反射剖面中不整合面受到

广泛关注。Vail et al.[39]结合地震地层和沉积相资料，

提出层序的概念：两个不整合面之间是一套成因上

相互联系的地层，并且通过地震反射剖面侧向上追

踪，可以识别盆地内部与不整合面对应的整合界面。

在层序框架下，层序内的地层被认为是等时的，盆地

边缘的地层和盆地中心的地层可以进行等时对比，

从而为盆地地层建立了等时框架。

在等时地层格架下，沉积学研究方式发生了转

变：传统沉积相模式聚焦垂向序列的岩性组合与沉

积旋回，而层序地层学则强调不同沉积环境在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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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的成因联系。沉积层序的发育主要受构造升

降、海平面变化和沉积物供给三位一体控制，这三种

因素控制的可容纳空间的动态变化直接影响了层序

内部不同体系域的发育。以陆缘碎屑沉积体系为

例，通过层序边界的识别，可将盆地边缘的河流相、

三角洲—陆棚相及深水海底扇相在侧向上串联，揭

示碎屑物质搬运机制与可容纳空间变化的动态关

系。高水位期因陆架可容纳空间扩大，粗碎屑沉积

受限于滨浅海环境；低水位期陆架暴露，粗碎屑通过

峡谷通道输移至深水区域形成浊积扇。这种沉积配

置模式的重构，为油气生储盖组合的预测提供了理

论依据。例如，低位体系域的深水浊积扇沉积常作

为优质储层，而海侵体系域的海相泥岩则构成区域

性盖层，高位、低位三角洲和海底扇与烃源岩的时空

匹配关系成为勘探靶区优选的核心要素[40]。由于层

序地层学在油气勘探预测方面取得的成功，20世纪

80年代后，不同大地构造背景、沉积体系的层序地层

模型也先后涌现并不断得到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层序地层学发展的过程中，关

于沉积层序的成因得到深入探讨。Vail[41]在地震地

层学阶段认为海相地层层序基本上受全球海平面升

降控制，但在后续研究中对这一认识提出了修订。

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大地构造背景（如被动大陆边

缘、前陆盆地、裂谷盆地）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构造沉

降、沉积物供给通量、气候周期性变化（如冰期—间

冰期旋回）对层序发育的复杂影响。这些研究推动

了不同的层序划分方案的出现，使得层序地层学概

念体系变得极为复杂，故而有学者提出层序地层标

准化概念，强调不依赖模式的层序地层学[42]。

层序地层学的实质是沉积学与地层学的深度融

合。狭义的沉积学起源于对沉积过程的研究，在这

个主题之下，时间并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因而与以时

间为核心的地层学相对分离[43]。层序地层学通过等

时格架的构建，将年代地层与沉积过程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使“时间—地层—沉积过程”成为不可分割

的研究整体。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地层

学和沉积学再度戏剧性地回归，成为该时期沉积学

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17, 44]。

1.6　旋回地层学　

地质学研究致力于揭示地球物质在时间维度的

演化规律与空间维度的分布特征，其中时间认知是

学科的核心内容之一。地层学通过生物化石组合与

地层接触关系确立相对地质年代，揭示了地质历史

的时间纵深特征。层序地层学的出现使时间维度重

新成为沉积学研究的主体，其通过沉积旋回的横向

对比建立地层等时格架，在旋回持续时间恒定的前

提下实现了时间分辨率的精细刻画[45]。值得关注的

是，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冰川研究盛行时期，有学

者已提出沉积旋回可能受控于岁差周期（约 10~
20 ka）驱动的冰盖体积变化[46⁃47]。Milankovitch[48]通过

定量计算地球轨道参数，系统论证了65° N夏季日照

量变化对第四纪冰期旋回的控制机制。随着深海钻

探计划（Deep Sea Driling Program，DSDP）的推进，

ODP 677站岩心数据揭示出过去80万年间冰期旋回

周期（10 万年）与地球轨道偏心率变化的高度吻

合[49]，这不仅确证了米兰科维奇假说，更推动了旋回

地层学的建立，将地质年代的精度提升至千年—万

年尺度。这种高精度时间标尺的建立，使地质学研

究得以实现深时过程与现代表层系统相同时间尺度

的定量对比，进而发展出“将今论古”与“以古鉴今”

的双向研究范式。

旋回地层学取得显著进展，其发展动力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首先，随着地质学研究向精细化方向发

展，传统基于百万年尺度的生物地层学、年代地层学

已难以满足高精度地质事件对比及全球变化研究的

需要，亟须建立更高时间分辨率的地层标尺。其次，

油气资源勘探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页岩气、页岩油等

非传统油气勘探对地层对比精度提出更高要求，特

别是甜点预测等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旋

回地层研究的蓬勃发展。此外，旋回分析技术的革

新、软件工具的完善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为该

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1.7　古气候与古海洋学　

在 19世纪，沉积物的类型就被用于推断地质历

史时期的气候变化。1870年，Penk基于沉积物研究

提出阿尔卑斯地区第四纪曾经存在四次冰期[50]。这

一时期，沉积岩相被用作推断气候变化的直接手段。

这一古老的思想，在 20 世纪仍然广泛流行，例如

Schlager et al.[51]根据海洋钻孔中黑色页岩的广泛发

育提出大洋缺氧事件，Hsü et al.[52]根据地中海钻孔中

蒸发岩提出墨西拿盐度危机。

20世纪 40—50年代，沉积地球化学研究呈现重

要进展。Urey[53]于 1948 年提出氧同位素温度计，利

用贝壳中¹⁸O/¹⁶O比值重建古海洋温度，标志着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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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研究从定性转向定量。深海钻探计划获取的高质

量岩心为古气候和古海洋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支

撑，不仅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更催生了一

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例如，DSDP第29
航次根据岩心中有孔虫壳体氧同位素重建新生代海

水的古温度变化[54]。随后，各种古气候替代性指标的

研究快速发展，碳循环（δ13C）、海水氧化还原（Ce、Mo、
Mn 等）、古温度（δ18O、TEX86、UK37、Δ47、Mg/Ca）、古

盐度（K、Na、Ga）、海水 pH 值（δ11B）等沉积地球化学

指标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古气候和古海

洋的研究手段和内容[55]。

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有力促进了对长周期环境演

化规律的探索，更使得对短时间尺度（<1 Ma）的极端

环境事件研究成为可能。除上述提到的大洋缺氧事

件外，新生代一些气候事件也陆续发现，例如 IODP
航次中发现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56]、中始新世

气候适宜期[57⁃58]、始新世—渐新世气候转折期[56]。这

些气候事件的研究叠加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暖现

象，唤醒了公众对全球变化重要性的认识，使得从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深时古气候研究成为热点和前

沿[59]。学术界至今仍在探讨不同事件的触发机制、过

程及对生命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与现今人类正在

经历的全球变暖进行对比研究[60⁃63]。

深时沉积记录作为地质档案，为揭示地球表层

系统在不同气候态间的响应模式、临界转换阈值及

反馈回路提供关键制约。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理

解地球深时：气候未来的启示》战略报告[59]系统阐释

了深时气候研究的跨尺度科学价值，标志着该领域

正式纳入国际地球科学前沿议程。在此战略导向

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沉积学与盆地动力学”学

科中，古环境—古气候—古海洋耦合研究方向资助

比例显著提升[64]，体现了我国在深时气候系统重建领

域的系统性布局。

1.8　生物沉积学　

生物活动广泛参与沉积过程，既可直接形成沉

积物，也能诱导沉积结构的演化[65]。生物沉积学关注

生物与沉积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其在沉积形成与

演变中的机制。早在 1859年，达尔文提出生物对环

境的适应性，启发学界关注生物与沉积耦合关系。

19世纪末，蓝细菌促进碳酸盐沉淀形成叠层石的发

现 ，奠 定 了 学 科 发 展 的 基 础 。 20 世 纪 中 期 ，

Seilacher[66]提出“生物扰动”概念，系统揭示生物对沉

积结构的改造作用；同期，珊瑚礁等生物建造的沉积

模式也得到广泛研究。进入本世纪，生物沉积学与

微生物学、地球化学和高分辨技术交叉融合。扫描

电镜与原位微区同位素分析等手段揭示了微生物诱

导碳酸盐沉淀及硫酸盐还原菌参与白云岩等矿物形

成的机制。Schlager[67⁃68]系统归纳不同类型生物在碳

酸盐沉积中的主导角色。极端环境研究进一步拓展

了学科边界，显示化能自养生物在深海热泉、冷泉等

沉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地球生物学的融合，使

得生物沉积学在探讨地球系统演化及重大地质事件

（如大氧化事件）中的意义日益增强[69]。

近年来，生物沉积学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形成

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的格局。生物沉积学的核

心研究领域和使命包括：（1）重建古环境，通过生物

成因沉积构造反演古气候与古水体条件；（2）探索生

命起源与宜居性，借助早期沉积记录揭示生命—环

境协同演化；（3）资源勘探，深化对黑色页岩和微生

物岩的研究，提高非常规油气勘探效率；（4）应对生

态危机，研究微生物诱导碳酸盐沉淀及其对碳—氮

循环的调控机制，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

球问题提供地质视角的支撑。目前，生物沉积学正

迈向纳米尺度原位分析、定量模拟与深时演化研究，

并为地外生命探测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2 沉积学发展的脉络与驱动力 
2.1　沉积学发展脉络：观察尺度的演变　

通过以上学科阶段的梳理和回顾，不难发现，自

19世纪晚期沉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以来，其

理论体系的发展始终与研究尺度的演变密切相关

（图 1）。20 世纪初，研究重心聚焦沉积岩的显微结

构、重矿物组合以及粒度特征分析，标志着研究尺度

由肉眼观察向微观层面延伸，确立了沉积岩作为独

立研究对象的地位，也奠定了沉积学学科化的基础。

随着对现代沉积过程研究的兴起，研究者逐渐关注

沉积构造的形成机制，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和室内水

槽实验，揭示沉积构造与流体动力过程之间的耦合

关系。此后，沉积学研究尺度扩大至露头规模，学者

聚焦于地层剖面中沉积序列的演化机制。借助沉积

相模式的建立，学者得以将垂向上的相变与横向上

的沉积环境联系起来，深化了对现代沉积体系的

理解。

进入20世纪70年代，伴随层序地层学与板块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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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理论的兴起，沉积学研究尺度由剖面层级向盆地

尺度拓展，关注点转向沉积盆地和沉积盆地动力

学[70]。地震成像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地层对比的

分辨率，使研究者得以通过多剖面综合解析，系统探

讨盆地层序沉积阶段的古地理格局、沉积过程与构

造演化。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沉积学研究呈现出

双重尺度演化的趋势。一方面，宏观尺度的研究由

盆地层面延伸至板块乃至全球尺度，沉积学家开始

构建“源—汇系统”研究框架，将源区剥蚀、物质搬运

与盆地沉积作用整合，进而探讨板块构造演化历史，

例如通过大陆尺度古水系的重建揭示一级构造单元

的地貌演化过程[71]。与此同时，古气候与古海洋研究

的兴起使沉积学关注全球环境变化，通过替代性指

标的建立及沉积数据的系统集成，认识到地质历史

时期地球表层圈层与现代存在显著差异，强化了“以

古鉴今”的研究理念。

另一方面，沉积学研究再次回归微观尺度，但不

同于早期显微镜下的观察，21世纪的微观沉积学已

迈入微米至亚微米、纳米级别。激光剥蚀—等离子

质谱法、激光拉曼、电子探针、纳米离子探针及三维

原子探针等超级原位微区分析技术的变革和快速发

展，为沉积学突破超高空间和质量分辨率的探测极

限提供技术保障，推动学科向更高精度与更深层次

研究的拓展。以碎屑岩重矿物分析为例，近十年来，

单矿物 U-Pb 年代学与低温热年代学数据的大量积

累，显著提升了物源识别的精度与可靠性，为板块古

地理重建、源区古地貌恢复以及大陆地壳的生长与

再循环等宏观构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72]。同时，微

区采样技术以及纳米粒子探针的应用使研究对象的

空间分辨率大幅度提升，学者得以获得原位物质的

图 1　沉积学学科发展脉络图

Fig.1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sedime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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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大分子官能团等化学组成，进而重建沉积过

程中更高精度的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及其演化规

律[73⁃74]。此外，扫描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应用，则使细

粒沉积岩（如泥页岩）的孔隙结构得以被直接观察，

显著提升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效率[75]。

由此可见，沉积学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出研究

尺度在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不断交替与融合，其理论

体系亦持续深化与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沉积学

最初虽是从地层学中独立出来的分支，但在不断发

展的过程中，又将地层学纳入自身框架，成为其不可

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

2.2　沉积学发展的驱动力　

与生物演化过程相似，科学的发展并不是线性

增长过程，而是以间断平衡模式增长。科学知识在

短周期内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往往伴随

着学科理论框架的变革—范式革命[76]。沉积学的发

展也同样如此，多数学者均认同沉积学经历了三次

革命，并在革命中快速发展。这三次革命分别是：

（1）沉积过程和现代沉积环境；（2）板块构造与沉积

盆地；（3）层序地层学。这三次革命主体发生在

1950—1990年，因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沉积学发展

的“黄金时代”[1, 77⁃78]（图1）。
就范式革命的发生机制而言，其动力学过程一

般可解构为两个递进阶段[76]。首先，既有理论体系遭

遇解释危机——新涌现的观测数据与现有范式的预

测产生系统性偏离；其次，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替代性

理论模型或假说应运而生，不仅能有效整合原有假

说的合理成分，更能有效消解观测数据与理论预测

间的矛盾。

对于沉积学第一次黄金时代的范式革命的分析

表明，其触发机制源于现代沉积观测数据与传统模

型的矛盾。学者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原理，利用现代

过程类比解释古代沉积岩的成因（图 2）。在此过程

中，实验技术的革新一方面促进更多观测资料的出

现，加剧了理论危机，另一方面为现代沉积过程的可

视化重构提供了技术支撑，特别是水槽实验与数值

模拟技术的突破，使得沉积动力参数的量化分析成

为可能，使得沉积学从描述性学科（可类比为集邮）

向归纳—推理主导的解释性学科跃迁[18]。

2.2.1　现代沉积观测资料的涌现　

沉积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次理论革

新——浊流沉积理论的建立与板块构造学说对沉积

学的范式革新，二者均与地槽沉积物的深水成因理

论突破密切相关。在槽台学说时期，地质学家面对

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古代地槽对应于现代何种

环境，它为什么能够堆积巨厚的沉积地层[79]。传统理

论将地槽视为巨厚沉积物的堆积场所，但对其沉降

机制的阐释存在根本性缺陷。如果地槽沉积物是浅

图 2　沉积学发展驱动力

Fig.2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sedime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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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那么仅靠沉积物自身的重力无法解释厚达

数千米的沉积物，必须要求一个深的盆地或者其他

沉降机制，才能导致地槽区出现巨厚的沉积[79]。然

而，早期观点认为，砂岩都是浅水环境下形成的，而

地槽区广泛发育的砂岩—泥岩互层组合，使得当时

学者普遍认为地槽沉积物形成于浅水环境[79]。甚至

因为硅质岩和砂岩互层，导致该时期学者认为硅质

岩同样形成于浅水环境[13]。

19世纪以来，系统化的现代沉积环境观测兴起。

初期研究聚焦地中海沿岸等交通便利区域，随后逐

步扩展至珊瑚礁、沙漠、蒸发岩及深海沉积体系[8]。

1872—1876 年，英国挑战者号（HMS Challenger）起

航，对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洋底沉积开展调查。

该航次不仅首次确认马里亚纳海沟为地球最深点，

对地质学研究更为关键的是，发现了深海环境中存

在砾岩—砂岩等粗粒沉积，并系统描述了放射虫硅

质软泥的深海分布[80]。这些发现动摇了地槽浅水成

因的传统认知，因而地学界转向沉积岩成因研究，采

用“将今论古”方法论，通过现代沉积过程的研究来

解释地质历史时期的沉积作用机制。

2.2.2　现实主义原理的应用　

尽管 Waddell 于 1933 年正式提出“沉积学”

（Sedimentology）这一术语，但该学科作为独立研究领

域的学科体系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得以确立[81]。此

前的研究范式主要聚焦于化石鉴定、矿物组成及粒

度参数统计等经验性工作，系统成因分析框架的缺

失导致沉积学长期停滞于现象记录的初级阶段。有

学者认为20世纪初期的沉积学研究呈现出理论停滞

甚至倒退的特征：定量分析过度集中于粒度参数与

重矿物组合的统计描述，而忽视沉积岩成因机制的

整体性解析[13]。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被现实主义原理

的应用彻底改变。20世纪50年代，Kuenen et al.[15]通

过水槽实验首次建立浊流与粒序层理形成的定量关

联，为深水环境发育砂岩提供了依据，也从根本上革

新了沉积学的研究范式[12]，促使学术界认识到，沉积

结构代表了可测量和可重复的物理过程，提供了有

关沉积环境和过程的信息[18]。在此背景下，针对巴哈

马碳酸盐台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等现代沉积体系

的系统观测[8]，推动沉积学建立了以“将今论古”为核

心的方法论框架。该原理通过现代沉积产物与动力

过程的映射关系，实现了古代沉积岩的环境解释，从

而推动学科从岩石描述转向成因机制研究[18]。

现实主义原理的应用还使得沉积学家认识到，

验证理论模型是否有效，需要现代沉积过程的观测

数据的验证[82]。以砂岩磨圆度为例，经典模型认为磨

蚀作用强度与搬运距离呈正相关，故高磨圆度砂岩

常被视作长距离搬运的有效标志。然而，现代河流

的观测表明，砂级碎屑在长距离输运过程中磨圆度

并未显著改变，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模型的普适性，

表明高磨圆度的砂岩可能是再循环作用、风力搬运

等其他地质过程的结果[83⁃84]。

2.2.3　实验模拟和新技术的使用　

现实主义原理为沉积学提供了理论框架，而技

术进步则通过革新观测数据类型，推动了学科的跨

越式发展。在现代沉积学诞生之初，一个理论危机

来自地槽沉积物的深水成因，另一个危机则来自海

底峡谷成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学者通过

回声测深技术揭示海底存在可与陆相河谷规模相当

的峡谷体系。当时理论认为，安静的海底水体没有

侵蚀作用，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峡谷。然而，新技术带

来的观测资料挑战了传统的认识。Daly[14]基于日内

瓦湖沉积动力学观察，提出高密度流体水下侵蚀机

制假说，为海底峡谷成因提供了新思路。该假说经

Kuenen et al.[15]水槽模拟实验得到验证，证实浊流具

备侵蚀基底形成峡谷的能力。从这个案例可以看

出，理论危机的诞生往往与新技术带来的观测手段

的进步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进步为理论验证提供了

方法。20世纪早期，米兰科维奇通过冰雪收支计算

结果来支持第四纪冰期的天文成因假说，然而周期

性冰期的证据一直缺乏。20 世纪 60 年代深海钻探

计划（DSDP）实施后，基于完整深海岩心获取与氧同

位素测试技术的突破，Emiliani[85]首次揭示第四纪气

候周期性波动特征。随着全球深海岩心数据库的建

立及高精度定年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发现气候旋回

与地球轨道参数的周期性变化呈现高度耦合，多学

科交叉验证确立了米兰科维奇旋回理论[49]。

层序地层学的建立同样得益于技术革新。Sloss 
et al.[86]最早提出利用不整合面划分地层序列，但早期

研究受限于盆地边缘与中心地层对比的技术瓶

颈——盆地边缘不整合面密集，而中心区域连续沉

积，缺乏明显界面，导致盆地范围内层序对比困难。

20世纪60年代，高质量反射地震数据的应用彻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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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这一局面：Vail et al. [39]通过地震反射剖面特征

（如削截、上超）识别出盆地边缘不整合面与中心区

整合面的等效性，建立了跨盆地的层序对比框架，构

建起具有预测功能的层序地层学理论体系[41, 87]。

时至今日，新的技术不断为沉积学研究开辟新

方向。21世纪以来，卫星成像技术的提升使得学者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观察现代沉积过程[88]；碎屑单矿物

（如锆石）分析技术的普遍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沉积源

汇研究和大地构造沉积学的发展[89⁃90]。各种地球系

统模型的提出和改进，促进了深时古气候模拟的精

度和准确性[91]。行星探测技术的成熟，则使得沉积学

家探讨火星、月球等地外星球的表层系统演化

过程[92⁃93]。

2.2.4　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　

沉积学学科体系的演化不仅受理论和技术驱

动，更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纵观学科发展历史，沉

积学研究思想、技术和方向在 19 世纪已经成熟。

1894年Walther提出著名的瓦尔特相律[16]；现实主义

原理在19世纪后半叶同样极为著名；19世纪晚期新

的观察资料引发了对海底峡谷成因、深海粗碎屑沉

积物的沉积学探讨[8]。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思

想、观测资料和理论危机长期被学者忽视，大量工作

集中于重矿物鉴定和粒度分析等统计学工作上，沉

积学发展一度不平衡[20,43]。

以碳酸盐岩沉积学研究为例，Sorby在1859年就

通过薄片观察指出灰岩中生物碎屑的重要性，但主

流教科书仍将碳酸盐岩视为化学沉淀产物[94]。这一

认知滞后的背后，是早期碳酸盐岩未展现出显著经

济价值。20世纪 30—40年代，中东和加拿大碳酸盐

岩大规模油气藏被发现，社会对能源的需求促使学

界重新聚焦碳酸盐岩成因[95]。20世纪 50—60年代，

针对现代碳酸盐台地（如大巴哈马滩）的研究揭示了

生物礁、颗粒滩的沉积机制，结合微相分析建立了碳

酸盐岩分类体系[21⁃22]，这场“碳酸盐岩革命”本质上是

社会需求推动学科突破的典型案例。

沉积构造与水动力过程的研究同样受社会需求

影响。19世纪，Lyell和Sorby已初步认识到水流流速

与波痕、交错层理的关系。例如，Lyell在《地质学原

理》中就描述了地层中的各种交错层理，并指出人字

形交错层理形成于浅海环境。19世纪晚期，水力学

家关于流体动力学和颗粒运输规律的探索也已经成

型[8]。但相关研究在当时未受重视，直到 Kuenen 

et al.[15]经典论文的发表，才重新激发学者关注物理沉

积过程的研究。这是因为，19世纪地质学研究早期

地质调查主要关注煤和矿产的勘查，当时生物地层

就足以解决地层对比和勘探的问题。20世纪初期，

油气勘探主要依赖背斜控油理论，但是随着油气开

采，背斜控油理论无法满足新的油气资源勘探的需

求，因此需要更有效的理论去提高油气勘探的成功

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学者才重新关注沉积构造

的成因和现代沉积环境的研究，有机地球化学也在

这一时期快速发展[96⁃97]，并且直接服务于油气勘探，

从而推动沉积学的快速发展。

20世纪末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

（如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促使沉积学与古气候研究深度融合。通过

对深海沉积岩心的高分辨率分析（如氧同位素地层

学），重建了百万年尺度的气候旋回[49]；对陆相地层的

研究则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沉积物的控制（如中国黄

土高原风尘沉积与季风演化）[98]。这些研究回应了社

会对气候预测的需求，推动了气候沉积学的快速

发展。

上述案例表明，沉积学理论危机的出现与其受

到学术界重视之间存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滞后，而

这一滞后现象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既有理论与

社会发展需求关联性较弱时，即使存在与理论相矛

盾的观测数据，研究者也往往关注不够。正是基于

化石的地层对比方法过于成功，这才导致 20世纪早

期没有发展出现代沉积学[17]。然而，当社会需要新技

术支撑时，例如需要克服油气勘探成功率难以支撑

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的困难时，研究者便会探索既

能合理解释观测矛盾、又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

理论。这一机制亦可解释为何沉积学黄金时期的研

究者多任职于油气公司——二战结束后，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对能源供应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沉积学研究

的应用导向[99]。

3 沉积圈科学：走向地球系统科学的
必然选择 

学科发展史研究表明，沉积学具有典型的多源

融合（polyphyletic origin）学科属性[17]。其早期发展呈

现显著的分化特征：沉积岩石学通过聚焦沉积岩成

分和结构从传统地层学中独立，物理沉积学则凭借

对沉积过程的系统研究形成了注重沉积过程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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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框架。20 世纪后期层序地层学的突破性发

展，使时间维度重新成为沉积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促成地层学与沉积学的深度融合，有学者称之为

沉积地质学、大沉积学（Megasedimentology）或者精密

地层学（Sophisticated Stratigraphy）[18, 44]。这种螺旋式

上升的学科演进，标志着现代沉积学进入交叉融合

的新阶段——通过与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地球生

物学、古气候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地质学及环境科

学等多领域的深度协同，相继催生出古海洋学、行星

沉积学、生物沉积学、环境沉积学等新兴研究方向。

3.1　沉积圈科学的内涵　

沉积学的多学科交叉属性由其研究对象的独特

性所决定。空间分布上，沉积岩（物）占据地球表层

的92%，其中陆地上沉积岩（物）覆盖面积达73%[100]，

海洋底部则近乎全域覆盖[101]。时间序列上，沉积岩

（物）保存着长达38亿年的地质记录[102]。沉积岩（物）

与生物、水文、风力等地表营力相互作用十分密切，从

而成为唯一连续记录太古宙以来地球表层系统演化

轨迹的介质。沉积岩（物）不仅参与了大气圈、水圈、

生物圈与岩石圈之间持续的能量—物质交换，而且忠

实记录着地球内外营力共同塑造地表形态的动态过

程。这种跨越地质时空尺度的信息载体特性，决定了

与之相关的学科必然产生深度交叉。基于此，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在

《地球视角》报告中指出，地球系统的复杂性认知必须

依托深时沉积记录的解析，并提出“沉积覆被壳”

〔Sedimentary Carapace (Crust)〕的概念[103]。我们认为，

“沉积圈”（Sedimentosphere）更能表达这一概念的内

涵，并能更好地对应地球系统科学中的大气圈、水圈、

生物圈、岩石圈、冰冻圈、人类圈概念。

沉积圈科学（Sedimentosphere Science）是以地球

表层沉积岩（物）构成的特殊圈层——沉积圈为核心

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沉积圈的范围定义为未

风化的基岩顶部至大气圈/水圈底部之间的沉积岩

（物）连续域，作为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与大气圈的

交汇界面，其物质记录可系统揭示该圈层的演化历

史、控制机制及其与地球系统其他圈层的相互作用

与反馈过程（图3）。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打破过去

单一学科仅关注沉积圈局部组成而导致的研究孤

岛，强调沉积圈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以碳酸盐

岩研究为例，传统观点将不同地区碳酸盐岩的碳同

位素同时波动视为碳循环扰动的直接证据。然而，

晚中新世以来台地沉积物的矿物学与沉积学研究表

明，此类同位素一致性实为海平面升降调控台地—

远洋碳酸盐混合比例的产物[104]，与碳循环无必然关

联。这一发现凸显了从沉积圈视角开展系统研究的

必要性。

相较于沉积学研究体系，沉积圈科学强调在地

球系统科学指导下，通过多学科交叉、多手段集成

和新技术应用对沉积圈开展综合研究，进而明确大

气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与沉积圈的相互作用过

程，提高对沉积圈演化和分异规律的认识，为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服务。因此，沉积圈科学不

仅涉及沉积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地貌学、

古气候学、古海洋学、地质资源、地质环境等地球科

学的分支学科，还涉及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

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图 4）。在这一视角下，

分支学科体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传统沉积

学自生派生的分支学科，例如沉积动力学、层序地

层学、沉积大地构造、事件沉积等领域；二是沉积圈

与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相互作用，交叉融合形成的

分支，例如强调生物和沉积相互作用的生物沉积

学[105]，揭示气候突变和沉积响应的事件沉积学，强

调人类世沉积物质循环的环境沉积学等。虽然部

分新兴分支在当前学科架构中尚处于发展阶段，但

随着多学科方法的深入融合及圈层相互作用研究

的持续推进，学科交叉创新将持续推动沉积圈科学

体系的动态演进。

3.2　沉积圈科学的重点发展方向　

针对国内外科学发展趋势，结合社会和人类发

展需求，未来以下四个领域可能是沉积圈科学的研

究重点。

（1） 沉积圈记录的地球演化。定量刻画地球物

质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演化规律，并阐明其控制

因素，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沉积岩（物）作

为地球表生作用的直接产物，其物质来源、沉积环境

与成岩演化系统性地记录了整个地球系统协同演化

的过程，是解析深时地球演化机制的重要载体。从

沉积岩的组成、序列到沉积速率，其所承载的地质信

息能够用于识别地壳的垂向运动过程，反映构造活

动的节律与特征；碎屑物源的变化可追踪陆源物质

的搬运路径，进而揭示板块构造演化与古地貌的发

育历史；特定有机或化学沉积物（如煤、蒸发岩、碳酸

盐岩沉积）的分布特征，亦可为板块构造位置和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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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演化的重建提供重要约束。沉积物中的生物化石

记录更是理解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载体。此外，沉

积物质的全球总量、类型与通量的时空变化，为构建

大尺度质量平衡模型、评估物质循环效率、生物多样

性提供了基础依据[106⁃108]。

沉积记录不仅是地球物质演化过程的直接反

映，更为理解地球系统如何在深时尺度上响应内外

动力耦合提供了独特窗口。特别是在超大陆聚散、

古海陆变迁、重大构造转型等关键演化节点上，沉积

序列通过其相变特征与盆地充填节律，忠实记录了

圈层之间的物质转化与能量重组过程。随着高精度

年代测定、同位素地球化学与地球系统模拟等手段

的发展，沉积圈记录所揭示的地球演化信息将在资

源勘查、全球变化与地球宜居性研究等领域发挥更

大作用。

（2） 沉积圈过程及对气候响应机制的研究。近

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日益显著，沉积圈过程

及其对气候系统的响应机制研究日益受到广泛关

注。受限于现今观测数据时间尺度，当前气候系统

的不稳定性及其驱动机制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尤

其是在深时尺度上气候变化的触发因素、反馈机制

及其响应时间尚不明确。深时地质记录所揭示的极

端气候事件，例如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PETM），展现

了在温室气候背景下碳循环、降水格局、海洋酸化与

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响应关系。这类沉积记录不仅

有助于识别气候阈值与临界点，也为当代气候变化

趋势提供了独特的参考框架。

目前已有的研究显示，不同地质历史背景下气

候响应的模式可能背道而驰。例如：在白垩纪热室

图 3　沉积圈景观示意图（图中的房屋示意人类主要居住和活动在沉积圈）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dimentosphere (the buildings in the figure illustrate that humans primarily inhabit and 
conduct activities in the sediment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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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全球变暖导致海洋缺氧面积的扩张[109]，而在中

中新世和中始新世暖期，有孔虫的氮同位素则显示

太平洋地区缺氧带出现缩小的现象[110]。因此，未来

沉积圈科学在该领域的研究应注重地层记录的时空

完整性与定量重建，结合现代实验手段与数值模拟

技术，构建沉积—气候—生物响应过程的高分辨率

耦合模型，从而提高对气候系统演化及其环境效应

的预测能力[111]。

（3） 沉积圈物质分异与成矿成藏研究：能源与矿

产的短缺无疑已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沉积圈中的沉积岩不仅赋存着多种关键矿物，

还蕴藏着大量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煤，以

及锰、铝、铁、磷、锂、风化型稀土、砂岩型铀等沉积成

因矿产。此外，高纯度石英砂作为半导体工业中的

重要原材料，其沉积特征与富集规律也逐渐引起关

注。深入研究这些矿产资源在沉积圈中的富集机制

与空间分布规律，是破解资源瓶颈、保障国家能源与

材料安全的基础。21世纪以来，全球油气勘探开发

重心从常规油气逐步转向非常规油气资源，非常规

油气（如页岩气、页岩油等）的勘探开发与成藏理论

研究日益受到重视[112⁃115]。非常规油气勘探恰好对应

于目前沉积学关注度相对较低的领域——细粒沉积

学和深水沉积学[116]。尽管泥质岩等细粒沉积岩占沉

积岩总量 45%以上，早年沉积学家对其认识局限于

低能静水环境，而现在则推广至强水动力环境下的

沉积过程[117]。

另一方面，深水沉积自沉积学诞生之初便备受

关注。然而，由于20世纪观测手段的限制，沉积学家

主要基于室内模拟以及一些沉积产物间接推测深水

浊流沉积过程。近 30年来，随着海底监测网络的加

强，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激光原位散射仪、深水浊

度仪以及载人深潜器等观测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

正以前所未有的时空分辨率监测深水重力流、深层

环流等侵蚀、搬运和堆积过程[118⁃120]，扩展人们对深水

沉积过程的认识；新沉积相模式的不断提出和修正，

提升了深水油气资源勘探能力。

（4） 沉积圈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人类活动强

度不断增强与地表系统扰动加剧的背景下，沉积圈

过程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凸显。地质

灾害频发、污染物扩散、岸线侵蚀加剧等现象，均与

沉积过程密切相关。理解这些地质过程的形成机制

与演化趋势，不仅是提升自然灾害预测能力的关键

所在，也是制定生态环境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策略

的重要科学依据。沉积圈过程通过控制物质的侵

蚀、搬运、沉积与再分布，直接参与地表污染物迁移

路径、海岸与河口环境变化以及碳、氮等关键元素的

埋藏与再释放。例如，现代沉积物可以记录并追踪

微塑料、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及农业化学品的迁移与

图 4　以沉积圈为视角的学科组成

Fig.4　Disciplinary compo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diment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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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过程，为评估人类活动影响提供时间连续的证

据体系[121]。此外，沉积记录亦可用于重建过去数千

年内极端事件（如洪水、风暴潮、海啸等）发生的频率

与强度[122⁃123]，拓展灾害风险评估的时间尺度，为建立

面向未来的预警机制提供支持。

因此，沉积圈科学应进一步加强与环境科学、工

程学、政策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推动形成以“深

时数据”为支撑、以“系统响应”为核心的综合研究框

架，服务于灾害防控、污染治理、资源管理与生态恢

复等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从而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

发挥更加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

4 结语 
与其他地质学分支学科演化类似，沉积学发展

体现出显著的应用导向的特点。作为油气行业驱动

的学科革命，沉积学发展的黄金期与全球油气勘探

开发高潮处于同期，奠定了沉积学理论体系与工业

实践的互动范式。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消耗和环

境问题愈发严重，所有学科的发展，均面临一个重要

挑战，即如何通过学科理论服务于人类可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传统地质学在解决能源短缺的优势反

而使其面临社会信任危机[124⁃125]。

面临着当代社会需求，沉积学作为一门传统学

科，如何为人类发展持续提供价值？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为沉积学提供了精准

的学科定位：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方面，沉积学在青

藏高原隆升、印度—亚洲大陆碰撞等研究领域起到

不可替代的作用[126⁃127]；沉积学通过对行星表层进行

观测揭示火星表层圈层演化规律[93,128]。在面向经济

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沉积学为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提供了主要理论支撑[112⁃113]。在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领域，沉积学也通过滑坡、泥石流、微塑料传播、

重金属污染等方面的研究，彰显其社会服务价

值[121, 129⁃130]。新时代沉积学仍然是服务于人类发展的

一门学科，是一门理应受到尊重的学科。

学科发展史表明，沉积学具有显著的“多源融

合”特征。其理论体系植根于地层学、古生物学、岩

石学、石油地质学、板块构造学、古气候学等学科的

交叉创新。进入 20世纪末，沉积学的发展再次呈现

出显著的学科融合趋势，通过与气候学、海洋学、板

块构造学、环境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深入融合，推

进了对沉积记录所承载的地质演化与环境信息的综

合解读，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突破。然而，这也意味着

仅依赖传统沉积学视角对沉积岩（物）进行孤立研

究，已难以契合当代学科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认

为有必要提出“沉积圈”这一术语，以强调沉积圈作

为一个多过程耦合、相互作用的地球系统组成部分，

亟须在多学科深度交叉框架下进行综合研究。沉积

学将与其他地球圈层研究的相关学科协同发展，共

同应对人类社会的科学与技术挑战，迈入一个全新

的“黄金时代”。

致谢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与Eduardo Garz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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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gnificance］］ As a fundamental branch of Earth sciences， sedimentology has evolved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Progress］］ Between the 17th and 19th centuries， sedimentary rocks were mainly regarded as background ma⁃
terial for stratigraphic and paleontological studies， lacking an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edimentological thinking beg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th Walther’s “Law of Succession of 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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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larified the spatial-temporal relationships among sedimentary facies. Around the same period， Sorby’s 
pioneering microscopic studies of silicified woo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edimentary petrology. With the rise of the 
petroleum industr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rain-size analysis and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s became central to 
sedimentary petrology. However， most studies during this period remained confined to laboratory observations and 
lacked insight into sedimentary processes. The mid-20th century witnessed a turning point： Kuenen and Migliorini's 
revolutionary flume experiments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turbidity current deposition， prope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sedimentology. Simultaneously， studies of modern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ies models， enhancing predictions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and rock distribution and driving rapid advances 
in paleogeography. The 1960s-1970s brought a paradigm shif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late tectonic theory. Sedi-
mentology began to expand from research on process-response sedimentary models to basin dynamics. The integration 
of seismic data catalyzed the emergence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Vail and colleagues' introduction of sequence 
boundaries and chron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fundamentally redef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igraphy and sedi⁃
mentology， effectively reuniting them into a coherent framework. By the 1990s， rapid advances in elemental and iso⁃
topic geochemistry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proxies，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d paleoclimat⁃
ic and paleoceanographic reconstructions based on sedimentary records. Meanwhile， the validation of Milankovitch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yclostratigraphy pushed temporal resolution from the million-year to the ten-thousand-year 
scal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biosedimentology reflects an increasing integration of sedimentology with micro⁃
biology and geochemistry. The field has also extended from resource-driven investigations toward addressing funda⁃
mental scientific questions such as the origin of life， the carbon cycle， climate evolution， and planetary habitability.
The evolution of sedimentology has not followed a linear trajectory. Instead， it has progressed through a series of 
paradigm shifts driven by theoretical crises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Key drivers include the accumulation of 
modern observational data， breakthroughs in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the adoption of actualistic principles， and 
societal demand. Notably， conflicts between new observations and established theories – such as the discovery of 
coarse clastic sediments in deep-sea settings during HMS Challenger expeditions–have triggered theoretical revolu⁃
tions. Experimental innovations， such as flume experiments and seismic reflection data， directly enabled the develop⁃
ment of physical sedimentology and sequence stratigraphy. The application of actualistic methodologies–"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has become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sedimentology.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of modern depositional processes have transformed the field from descriptive “stamp collecting” into a discipline 
grounded in quantitative， process-based modeling. At a deeper level， the golden age of sedimentology was driven by 
societal demand for energy resources， with much of its rapid development propelled by applied research in hydrocar⁃
bon exploratio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sedimentology reveals it had a very polyphyletic origin. Sedimentary 
petrology emerged through focused analysis of rock composition and fabric， while physical sedimentology 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depositional processes.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sequence stratigraphy achieved 
deep integration with stratigraphy.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sedimentology is undergoing a new phase of cross-

disciplinary convergence – with geophysics， geochemistry， geobiology， paleoclimatology，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giving rise to emerging subfields such as paleoceanography， plane⁃
tary sedimentology， biosediment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edimentology.This convergence is rooted in the intrinsic 
complexity of sedimentary materials. ［［Conclusions and Prospests］］ As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rock on Earth’s 
surface， sedimentary rocks and sediments uniquely archive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surface systems 
since the Archean. They are both products and records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arth’s spheres– lithosphere， 
atmosphere， hydrosphere， and biosphere-preserving evidence of the dynamic forces shaping the planet across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sedimentology thus emerges inevitably from its object of study.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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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 thi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Sedimentosphere Science"–a new 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at is emerging as a centr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arth’s surface system coupling and addressing 
global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The sedimentosphere refers to the Earth’s uppermost surface domain， composed of 
sedimentary rocks and materials， extending from the crystalline basement to the lower boundaries of the atmosphere 
and hydrosphere. As an interface among the major Earth spheres， sedimentary records capture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Earth， controlling mechanisms， and feedback processes among Earth’s subsystems.Compared to sedimentology， 
Sedimentosphere Science emphasizes comprehensive， system-level resea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Earth System Sci⁃
ence. It integrates diverse disciplines， methodologies， and technologie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play among the 
atmosphere， hydrosphere， biosphere， anthroposphere， and sedimentosphere. This integrated approach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sedimentary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and contributes directly to human sustainability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Sedimentosphere Science not only encompasses subfields such as sedimentology， stratigraphy， 
paleontology， petrology， geomorphology， paleoclimatology， paleoceanography， geolog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
mental geology， but also draws upon methods from mathematics， chemistry， physics， and biology. Considering cur⁃
rent scientific trends and societal needs， we identify four emerging research frontiers： （1） using the sedimentosphere 
record to reconstruct Earth’s history， （2） investigating processes of sedimentosphere and their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3）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mater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edimentosphere， and （4） exploring 
sedimentosphere-human interac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rise of Sedimentosphere Science is not only a 
natural extension of sedimentology but also a strategic response to the complexity of Earth systems and the growing 
urgency of global change. Under the new era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Sedimentosphere Science is poised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advancing planetary habitability， resource security，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It represents both a 
research expansion of sedimentology and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Earth system science.
Key words： sedimentology； sedimentosphere； disciplinary evolution； history； eart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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